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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运用区位基尼系数、 份额变动和份额 －偏离分析方法， 以

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为视角， 考察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时

空特征及变动原因。 结果表明： 在考察期内， 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先集聚后分

散的时空演变特征， 即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 制造业向东部地区集聚；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 制造业则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 中部地区

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 中国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制造业区域转移主要

是地区间产业竞争优势的变动所致， 而不是来源于各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变

动， 即东部地区由竞争优势向竞争劣势转变， 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由

竞争劣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地区制造业的增长路径， 但

其长期效果受竞争优势的影响明显。 东部地区亟需加快产业升级并重塑竞争

优势， 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应理性承接产业转移， 提高优势产业的专业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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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产业转移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自 １８１７ 年大卫·李嘉图 （１９７６） 在其 《政治经

济学及赋税原理》 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后， 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从静态步入动态， 历

经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雁阵模式理论”、 “边际产

业转移扩张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和 “规模经济理论” 等理论演化过程。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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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供给、 需求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变化， 引起某些产业由一个地区转

移到另一个地区的经济地理过程， 是对产业构成要素地区间移动的动态描述 （陈建

军， ２００２）。 产业转移是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 优化经济空间布局的有效途径， 在

中国现阶段则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

然要求 （赵建吉等， ２０１４）。 长期以来， 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

异。 而产业的空间分布， 尤其是制造业的空间分布， 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

素。 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迫切要求各

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利用规模经济， 重新进行产业的空间优化配置， 进而促进东

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并加速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进程。
近年来， 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不断增多。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 时间

和空间尺度， 对我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进行描述和测度 （范剑勇， ２００４； 罗勇、 曹

丽莉， ２００５；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王非暗等， ２０１０； 张公嵬、 梁琦， ２０１０； 刘红光等，
２０１１）。 此外， 大量研究关注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机制。 Ｋｒｕｇｍａｎ 和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６） 是此类问题理论研究的先驱， 其构建的模型演绎表明： 随着国际贸

易成本的持续降低， 一国制造业的平均分布将成为稳定的均衡。 在此基础上， Ｐａｌｕｚｉｅ
（２００１）、 Ｃｒｏｚｅｔ 等 （２００４） 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 并考察了不同区位条件下对外开

放程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Ｐａｌｕｚｉｅ （２００１）、 Ｈａｎｓｏｎ （２００１）、 Ｂａｉｒ 和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２００１）
分别利用欧洲、 北美等地的产业数据， 对市场一体化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关系进行实证

分析， 但由于在行业选择、 空间尺度、 考察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 所得结论也不尽相

同。 国内一些研究认为： 比较优势、 规模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影响我国制造业的空

间集聚， 其中对外开放程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贺灿飞、 谢秀珍， ２００６； 黄玖立、
李坤望， ２００６； 袁冬梅、 魏后凯， ２０１１）。 在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产业空间格局关联的

研究中， 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０）、 白重恩等 （２００４）、 李真、 范爱军 （２００８） 以及马光荣等

（２０１０） 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认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影响产业分布的空间集聚， 并

导致地区非专业化。 此外， 也有研究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分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

决定因素，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及动力机制

（Ｓ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王剑、 徐康宁， ２００５； Ｄ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魏玮、 毕超， ２０１０； 刘

修岩、 张学良， ２０１０）。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对产业转移的测度多采用集聚指数、 地区专业化指数等指

标。 这些指标虽能够分析产业转移及扩散的程度， 但无法详细描述集聚或扩散的方向

以及原因。 对于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 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要素流动、
地理区位、 运输成本以及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缺乏从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视角的分析。
事实上， 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既是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 产业空间分布变迁的直接原

因， 也是地区要素供给、 需求变动、 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必然结果。 因此， 有

必要从地区产业结构的视角系统刻画和揭示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时空特征和规律，
并为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思路为： 首先，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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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和行业特征； 其次， 利用份额变动分析制造业区

域转移的强度和方向； 最后， 运用份额 －偏离分析方法， 将各地区制造业增长进行分

解， 以识别制造业区域转移应归因于各地区制造业结构的差异还是竞争优势上的差

异， 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描述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时空特征。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份额 －偏离分析 （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法最早被 Ｄｕｎｎ （１９６０） 应用于分析美

国 １９３９ 年 ～ １９５４ 年间的就业变化。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和 ７０ 年代早期， 份

额 －偏离分析方法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抨击， 包括 Ｄａｗｓｏｎ （１９８２）， Ｋｎｕｄｓｅｎ 和 Ｂａｒｆｆ
（１９９１） 等。 这些抨击主要基于如下几点： 份额 － 偏移分析方法缺乏理论基础， 分析

结果对行业和地区的细分程度较为敏感， 忽视各地区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等。 尽管如

此， 这种方法在实践中仍然被广泛使用。 Ｓｔｅｖｅｎｓ 和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８０） 将其归因于份额 －
偏离分析方法所具备的两个优点： 其一， 这种方法在技术上易于操作； 其二， 这种方

法的预测结果并未受到太多质疑， 这是因为学者们关注的是偏离分量的相对大小而非

其绝对值。 在我国， 杨开忠 （１９８９） 将份额 － 偏离分析方法用于研究我国的区域经

济增长和产业变动， 其优点在于该方法不仅能判断出产业转移的方向和大小， 还可以

更深层次地了解产业转移的原因。
（一） 经典份额 －偏离分析

份额 － 偏离方法可以将各行业在一段期间内的产值增长分解为国内增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结构性成分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ｉｘ） 和竞争性成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三个部分 （Ｄｕｎｎ， １９６０）。 设 ｄｉｒ为 ｒ 地区 ｉ 行业的产值增长， ｇｉｒ为全国制造业增长对

ｒ 地区 ｉ 行业产值增长的贡献； 结构性成分 ｋｉｒ为全国 ｉ 行业产值增长对 ｒ 地区 ｉ 行业产

值增长的贡献， 竞争性成分 ｃｉｒ反映了 ｒ 地区在 ｉ 行业的竞争优势。 那么， ｄｉｒ可以表

示为：

ｄｉｒ ＝ ｇｉｒ ＋ ｋｉｒ ＋ ｃｉｒ （１）

假设 ｂｉｒ为 ｒ 地区的 ｉ 行业的期初产值， ｒ００、 ｒｉ０和 ｒｉｒ分别表示全国所有制造业、 全

国 ｉ 行业以及 ｒ 地区 ｉ 行业在考察期内的产值增速， 则有：

ｇｉｒ ＝ ｂｉｒ ｒ００ （２）

ｋｉｒ ＝ ｂｉｒ ｒｉ０ － ｂｉｒ ｒ００ ＝ ｂｉｒ（ ｒｉ０ － ｒ００） （３）

ｃｉｒ ＝ ｂｉｒ ｒｉｊ － ｂｉｒ ｒｉｏ ＝ ｂｉｒ（ ｒｉｒ － ｒｉ０） （４）

其中， 结构性成分 ｋｉｒ反映了该地区专业化的行业与全国该行业增速的比较； 而

竞争性成分 ｃｉｒ反映了该地区发展某特定行业的竞争优势。 ｋｉｒ ＋ ｃｉｒ表示该地区制造业的

净转移， 反映了区域特定因素对该区域制造业份额变动的贡献。 相应地， 将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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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制造业行业进行加总， 就可以得到该地区制造业增长的分解：

∑
ｉ
ｄｉｒ ＝ ∑

ｉ
ｇｉｒ ＋ ∑

ｉ
ｋｉｒ ＋ ∑

ｉ
ｃｉｒ ＝ ∑

ｉ
ｂｉｒ ｒ００ ＋ ∑

ｉ
ｂｉｒ（ ｒｉ０ － ｒ００） ＋ ∑

ｉ
ｂｉｒ（ ｒｉｒ － ｒｉ０） （５）

在上式的左右两边同除以∑
ｉ
ｂｉｒ并整理， 可以得到：

ｇｒ － ｒ００ ＝ ∑
ｉ
ωｉｒ（ ｒｉ０ － ｒ００） ＋ ∑

ｉ
ωｉｒ（ ｒｉｒ － ｒｉ０） （６）

其中， ｇｒ 为 ｒ 地区制造业的总体增速， ωｉｒ为 ｒ 地区 ｉ 行业的期初比重。 上式将 ｒ
地区制造业增长率与全国制造业增长率的偏差分解为两个部分， 即等式右边的两项分

别反映本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为本地区制造业增长率所做的贡献， 记作

ＩＭ 和 ＣＥ。
（二） 进行同位变换的份额 －偏离分析

上述的分析方法受到诸多批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批评是竞争性成分 ｃｉｒ的大小

不仅取决于该地区的竞争优势 （ ｒｉｒ － ｒｉ０）， 还取决于其在该行业的专业化程度， 即竞

争性成分并非只反映该地区的竞争优势， 而是依赖于结构性成分 （Ｄａｗｓｏｎ， １９８２）。
基于此， Ｅｓｔｅｂａｎ⁃Ｍａｒｑｕｉｌｌａｓ （１９７２） 提出了 “同位变换” 的概念以弥补这一缺陷。
“同位变换” 的做法是假设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的产业结构相同， 并在这种假设

下以各地区各行业的就业或产值规模为基础来计算竞争性效应。
假设 ｂ′ｉｒ是 ｒ 地区 ｉ 行业经过 “同位变换” 后的产值规模， ｂ００、 ｂｉ０和 ｂ０ｒ分别是全

国制造业、 全国 ｉ 行业和 ｒ 地区制造业的产值规模， ωｉ０ 为全国 ｉ 行业的期初比重。
则有：

ｂ′ｉｒ ＝ ｂ０ｒ
ｂｉ０
ｂ００

＝ ｂ０ｒωｉ０ （７）

使用经 “同位变换” 后的产值规模来计算竞争效应， 就能够区分结构性成分和

竞争性成分， 并且竞争性成分不再依赖于结构性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 竞争性成分可

以表示为：

ｃｉｒ ＝ ｂ′ｉｒ（ ｒｉｒ － ｒｉ０） （８）

从而可以将该地区制造业行业的增长作如下分解：

ｄｉｒ ＝ ｇｉｒ ＋ ｋｉｒ ＋ ｃｉｒ ＋ ａｉｒ （９）

其中， ａｉｒ ＝ （ｂｉｒ － ｂ′ｉｒ） （ ｒｉｒ － ｒｉ０）， Ｅｓｔｅｂａｎ⁃Ｍａｒｑｕｉｌｌａｓ （１９７２） 将此项定义为配置

效应。 配置效应可以识别该地区在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是否是专业化的。 如果具有

竞争优势的行业 （ ｒｉｒ － ｒｉ０ ＞ ０） 是专业化的 （ｂｉｒ － ｂ′ｉｒ ＞ ０）， 或者在具有相对劣势的行

业 （ ｒｉｒ － ｒｉ０ ＜ ０） 不是专业化的 （ｂｉｒ － ｂ′ｉｒ ＜ ０）， 那么配置效应为正。 相反， 若该地区

专业化于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或未专业化于其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 那么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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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负， 即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应没有对其产业增长做出贡献。 另外， 若地区未专业

化于某行业 （ｂｉｒ － ｂ′ｉｒ ＝ ０） 或者在该行业不具备竞争优势 （ ｒｉｒ － ｒｉ０ ＝ ０）， 那么配置效

应为 ０。 本文参照王业强等 （２００９） 的做法， 将修正后的竞争性成分定义为 “净竞争

效应” （记作 ＮＣＥ）。 竞争性成分对区域增长的贡献可以分解为净竞争效应和配置效

应。 表达为下式：

∑
ｉ
ωｉｒ（ ｒｉｒ － ｒｉ０） ＝ ∑

ｉ
ωｉ０（ ｒｉｒ － ｒｉ０） ＋ ∑

ｉ
（ωｉｒ － ωｉ０）（ ｒｉｒ － ｒｉ０） （１０）

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衡量制造业规模， 因为总产值数据能更好地反映生产规模

（Ｗｅｎ， ２００４）。 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２００２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 《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① 研究对象包括全国 ３０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不包括西藏、 香港、 澳门

和台湾）。

三、 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

通过计算区位基尼系数②可以发现：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我国制造业的时空演

变总体上呈现出以 ２００５ 年为分界， 先集聚后分散的变化趋势 （图 １）。 具体来说， 区

位基尼系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５２７ 上升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０􀆰 ５５４， 后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５１２。
这说明， 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间持续上升， 而在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则逐年下降。

相应地， 以 ２００５ 年作为分界， 表 １ 显示了制造业分行业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结

果及变动特征。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间， 在考察的 １９ 个制造业行业中， 有 １６ 个行业的

区位基尼系数上升， 呈现出集聚发展的趋势；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仅有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 个行业的区位

基尼系数上升， 其他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均持续下降， 呈现分散的变化趋势。 从三个

行业大类来看， 在两个时间段， 资金密集型行业最为集中， 其次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

原材料密集型行业。 总体上， 大部分制造业行业在 ２００５ 年前集聚程度加强， 而在

２００５ 年之后逐渐减弱， 与制造业总体分布的变动特征保持一致。 因此， 可以将 ２００５
年视为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趋势特征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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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选取的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办公机械制造业。

本文利用的区位基尼系数是由 Ｗｅｎ （２００４） 构造的， 具体形式为： Ｇｉ ＝
１

２ｎ２ ｓｉ
∑
ｎ

ｋ ＝ １
∑
ｎ

ｊ ＝ １
ｓｉｋ － ｓｉｊ 。 其中， ｓｉｊ

表示产业 ｉ 在地区 ｋ 的份额， ｓｉｋ表示产业 ｉ 在地区 ｊ 的份额， ｎ 表示地区数目； ｓｉ为产业 ｉ 的平均份额。



图 １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分散演变趋势

表 １　 制造业分行业区位基尼系数及其变动

行业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行业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 ５５５ ０􀆰 ５７７ ０􀆰 ５２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５０４ ０􀆰 ５３８ ０􀆰 ５２３

饮料制造业 ０􀆰 ４９１ ０􀆰 ４８９ ０􀆰 ４７９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４０６ ０􀆰 ４６８ ０􀆰 ４９６

食品制造业 ０􀆰 ５３７ ０􀆰 ５４２ ０􀆰 ４８０ 金属制品业 ０􀆰 ６８３ ０􀆰 ７０７ ０􀆰 ６５１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 ５４０ ０􀆰 ５７２ ０􀆰 ５６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６５２ ０􀆰 ６５６ ０􀆰 ６２６

医药制造业 ０􀆰 ４４１ ０􀆰 ４６２ ０􀆰 ４８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６２５ ０􀆰 ５８８ ０􀆰 ５８０

烟草制品业 ０􀆰 ５７０ ０􀆰 ５４３ ０􀆰 ５２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５４２ ０􀆰 ５２３ ０􀆰 ５３２

纺织业 ０􀆰 ７０３ ０􀆰 ７４５ ０􀆰 ７１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 ６９９ ０􀆰 ７２０ ０􀆰 ６６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 ６２２ ０􀆰 ６６５ ０􀆰 ６１９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０􀆰 ７６２ ０􀆰 ８１０ ０􀆰 ７７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 ７１６ ０􀆰 ７９６ ０􀆰 ８３２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０􀆰 ７３６ ０􀆰 ７５７ ０􀆰 ７２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５２９ ０􀆰 ５７３ ０􀆰 ５１９ 制造业

　 　

四、 基于份额变动的制造业区域转移测度

对于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测度， 可以采用份额变动的方法。① 假设某地区第 ｉ 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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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转移会导致产业地理分布变迁， 但地区产业份额变动并不一定是产业转移的结果， 还包括地区之

间生产规模的相对扩大或相对缩小， 这一过程也许并未涉及企业在空间上的转移。 然而， 在对国内产业转移进

行实证分析时， 由于缺乏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数据， 导致很难按照定义来衡量产业转移。 因此， 本文参照范剑勇

（２００４）、 冯根福等 （２０１０） 以及张公嵬、 梁琦 （２０１０） 的研究， 用各地区制造业份额的变动作为衡量产业转移

的指标， 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产业转移体现在产业地理分布变迁中； 二是产业地理分布变迁是产业转移的前奏，
体现了区域间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相对变化。



业的产值在 ｔ 期和 ｔ ＋ １ 期的份额分别为 ｓｉｔ和 ｓｉｔ ＋ １， 那么如果 ｓｉｔ ＜ ｓｉｔ ＋ １， 则表明在 ｔ
期到 ｔ ＋ １ 期内， 该地区第 ｉ 个行业的产业份额上升， 即该地区第 ｉ 个行业存在产
业转入； 相反， 如果 ｓｉｔ ＞ ｓｉｔ ＋ １， 则表明该地区第 ｉ 个行业在考察期存在产业转出。
运用上述方法， 对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我国各地区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进

行计算并对比 （表 ２、 图 ２ 和图 ３）， 可以发现： 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两个时间段， 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方向有所变化。 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间，
东部地区制造业份额从 ６６􀆰 ８１％ 上升到 ６９􀆰 ８６％ ， 而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

业份额则分别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３􀆰 ６５％ 、 １０􀆰 ９５％ 和 ８􀆰 ５８％ 下降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 ７９％ 、
１０􀆰 １％ 和 ７􀆰 ２５％ 。 而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的情况却恰好相反： 东部地区的制造业

份额下降了 ９􀆰 ４１％ ， 而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额份额则分别上升了

５􀆰 ８５％ 、 ２􀆰 ４８％ 和 １􀆰 ０７％ 。 各地区制造业份额变动的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我国

制造业在空间上经历了先向东部地区集聚， 后再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的

变动特征。

表 ２　 各地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１ 年制造业总产值份额

地　 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 地　 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

北 京 ３􀆰 ４９ ３􀆰 ０９ １􀆰 ５８ 内蒙古 ０􀆰 ７６ １􀆰 ０４ １􀆰 ５０

天 津 ３􀆰 ２５ ２􀆰 ８３ ２􀆰 ４７ 广 西 １􀆰 １８ １􀆰 ０５ １􀆰 ５７

河 北 ３􀆰 ８９ ４􀆰 ３０ ４􀆰 ６３ 重 庆 １􀆰 ２４ １􀆰 １１ １􀆰 ４０

山 东 ９􀆰 ７０ １２􀆰 ２９ １２􀆰 ２１ 四 川 ２􀆰 ５６ ２􀆰 ５０ ３􀆰 ５７

上 海 ８􀆰 ０６ ７􀆰 ００ ４􀆰 ３１ 贵 州 ０􀆰 ６９ ０􀆰 ５６ ０􀆰 ４８

江 苏 １３􀆰 ２３ １４􀆰 ２８ １４􀆰 ４１ 云 南 １􀆰 ２９ １􀆰 ０６ ０􀆰 ９０

浙 江 ８􀆰 ００ ８􀆰 ７８ ６􀆰 ７１ 陕 西 １􀆰 ２５ １􀆰 ０９ １􀆰 ４０

福 建 ２􀆰 ７３ ２􀆰 ８６ ２􀆰 ７７ 甘 肃 ０􀆰 ９１ ０􀆰 ７９ ０􀆰 ７１

广 东 １４􀆰 ２３ １４􀆰 ２５ １１􀆰 １６ 青 海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１８

海 南 ０􀆰 ２４ ０􀆰 １８ ０􀆰 ２１ 宁 夏 ０􀆰 ２４ ０􀆰 ２３ ０􀆰 ２３

东 部 ６６􀆰 ８１ ６９􀆰 ８６ ６０􀆰 ４５ 新 疆 ０􀆰 ７０ ０􀆰 ５５ ０􀆰 ６４

山 西 １􀆰 １９ １􀆰 ４８ １􀆰 ２１ 西 部 １０􀆰 ９５ １０􀆰 １０ １２􀆰 ５８

安 徽 １􀆰 ８９ １􀆰 ７６ ３􀆰 ００ 辽 宁 ４􀆰 ８２ ４􀆰 ４１ ５􀆰 １８

江 西 １􀆰 １１ １􀆰 １７ ２􀆰 ２３ 吉 林 ２􀆰 １５ １􀆰 ５７ ２􀆰 ０８

河 南 ３􀆰 ８１ ３􀆰 ７９ ５􀆰 ３７ 黑龙江 １􀆰 ６１ １􀆰 ２６ １􀆰 ０６

湖 北 ３􀆰 ６６ ２􀆰 ５３ ３􀆰 ６１ 东 北 ８􀆰 ５８ ７􀆰 ２５ ８􀆰 ３２

湖 南 ２􀆰 ００ ２􀆰 ０５ ３􀆰 ２３

中 部 １３􀆰 ６５ １２􀆰 ７９ １８􀆰 ６４

　 　
８８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图 ２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各地区制造业区域转出与转入 （正值为转入， 负值为转出）

图 ３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各地区制造业区域转出与转入 （正值为转入， 负值为转出）

从发生产业转移的行业特征来看，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期间， 东部地区转出份额较

大的 ８ 个行业依次分别为： 农副食品加工业 （ ２６􀆰 １９％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５􀆰 ６５％ ）、 金属制品业 （２２􀆰 ７９％ ）、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２􀆰 ５７％ ）、 饮料制造业

（２１􀆰 ７４％ ）、 食品制造业 （２０􀆰 ５３％ ）、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９􀆰 ７６％ ） 和医药制造业

（１７􀆰 ２４％ ）。 从加总行业的角度来看，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部制造业中转出份额

最大的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次为资金密集型行业， 最后是原材料密集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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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劳动力、 资本是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要素。
将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出的份额分解到其他三个区域， 可以发现： 东部地区制造业

转出的目的地主要是中部地区。 在发生转移的 １９ 个行业中， 最大的转入地均在中部

地区 （表 ３）。 可见， 无论从发生产业转移的制造业行业数量， 还是制造业转移的相

对规模， 中部地区无疑都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首要地区。 此外， 西部地区的农副食品加

工业、 医药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东北地区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也发生一定数量的区域转移， 而中部地区

依然是这些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表 ３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产业转移目的地和相对转移规模

时段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区域
东部

（％ ）
中部

（％ ）
西部

（％ ）
东北

（％ ）
东部

（％ ）
中部

（％ ）
西部

（％ ）
东北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 ３５ ２􀆰 １０ － ０􀆰 ９４ － ２􀆰 ５０ ２６􀆰 １９ － ２６􀆰 ９２ ２􀆰 ２５ － １􀆰 ５２

饮料制造业 ２􀆰 ３１ ０􀆰 ３０ － １􀆰 ８５ － ０􀆰 ７６ ２１􀆰 ７４ － １８􀆰 ９８ － ２􀆰 ６２ － ０􀆰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３􀆰 ７５ － ２􀆰 ５９ － ４􀆰 ０４ ２􀆰 ８７ ２０􀆰 ５３ － １９􀆰 ４１ ０􀆰 １４ － １􀆰 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２􀆰 ２６ １􀆰 １６ － ０􀆰 ４５ １􀆰 ５５ １２􀆰 ９４ － １４􀆰 ８０ ０􀆰 ６７ １􀆰 １８

医药制造业 － １􀆰 ８８ － ０􀆰 ５１ ０􀆰 ９０ １􀆰 ４９ １７􀆰 ２４ － ２０􀆰 ３９ ２􀆰 ８１ ０􀆰 ３４

烟草制品业 － ４􀆰 １２ － ０􀆰 ０６ ４􀆰 ８６ － ０􀆰 ６８ ０􀆰 ９５ － ５􀆰 ８２ ５􀆰 ０１ － ０􀆰 １４

纺织业 － ４􀆰 ８３ ２􀆰 ９５ １􀆰 ０４ ０􀆰 ８４ １０􀆰 ６３ － ９􀆰 ４０ － １􀆰 ３６ ０􀆰 １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 ３􀆰 ７９ ０􀆰 ２６ １􀆰 ７５ １􀆰 ７８ １６􀆰 ４６ － １２􀆰 ９０ － ２􀆰 ３６ － １􀆰 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 ５􀆰 ６３ ３􀆰 ０１ １􀆰 １３ １􀆰 ４８ ０􀆰 ８４ － ２􀆰 １０ － １􀆰 ２１ ２􀆰 ４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３􀆰 ０４ ０􀆰 ３６ １􀆰 ３５ １􀆰 ３３ ２５􀆰 ６５ － ２１􀆰 ３０ － １􀆰 ６８ － ２􀆰 ６７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４􀆰 ５０ ０􀆰 ７３ １􀆰 ３９ ２􀆰 ３９ １１􀆰 ９６ － １３􀆰 ９９ － ０􀆰 ０５ ２􀆰 ０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４􀆰 ３４ － ０􀆰 ９４ ３􀆰 ０８ ２􀆰 ２０ ９􀆰 １１ － １２􀆰 ２７ ２􀆰 ２３ ０􀆰 ９４

金属制品业 － ２􀆰 ５７ ０􀆰 ４６ １􀆰 ２５ ０􀆰 ８６ ２２􀆰 ７９ － １７􀆰 ４６ － ２􀆰 ９９ － ２􀆰 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６ － １􀆰 ５１ １􀆰 ３８ － ０􀆰 ０３ ２２􀆰 ５７ － ２０􀆰 ５５ － ０􀆰 ７５ － １􀆰 ２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 ９９ ０􀆰 ８５ － ２􀆰 ２７ － １􀆰 ５７ １９􀆰 ７６ － ２１􀆰 ０５ １􀆰 ４３ － ０􀆰 １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５􀆰 ７４ ２􀆰 １８ ０􀆰 ０３ ３􀆰 ５４ １３􀆰 ５５ － ２０􀆰 ０９ ２􀆰 ６０ ３􀆰 ９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１􀆰 １２ ０􀆰 ９０ ０􀆰 ０６ ０􀆰 １７ １５􀆰 ７３ － １３􀆰 ９１ － １􀆰 ４９ － ０􀆰 ３３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５􀆰 ８４ １􀆰 ４７ ２􀆰 ５２ １􀆰 ８６ ９􀆰 １６ － ６􀆰 ９３ － ２􀆰 ０７ － ０􀆰 １５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３􀆰 ４２ ０􀆰 ６６ ２􀆰 １３ ０􀆰 ６２ １１􀆰 ７０ － １０􀆰 ６３ － ０􀆰 ４２ － ０􀆰 ６５

　 　 注： 表中转移百分比为正值代表产业转出， 为负值则代表产业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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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区域产业结构变动与制造业区域转移

按照经典份额 －偏离分析方法， 将各地区制造业增速与全国制造业增速的偏差分

解为结构性成分和竞争性成分。 分板块和分省份数据所得到的分析结果表明： 各地区

制造业增长率与全国增长率的偏差主要由竞争性成分决定， 而不是由结构性成分决

定。 也就是说， 各地区制造业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区竞争优势上的差异， 而非

来源于其不同的产业结构。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 东部、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竞争

性成分分别能解释增长率偏差的 ９４􀆰 ２１％ 、 ８８􀆰 ８４％ 、 ８０􀆰 ６４％和 １０６􀆰 ７５％ 。 此阶段除

了东部地区， 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部地区表现出较好的

产业结构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 尤其是产业竞争优势使其制造业份额在这一阶段持续

增加。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竞争力方面均不具备优势。 尽管此

阶段东北地区的结构性成分为正， 但竞争性成分为负且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综合作

用使得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显著慢于全国水平， 份额持续减少。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期间， 东部、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竞争性成分分别能够解

释制造业增长偏差的 ８２􀆰 ９０％ 、 ８６􀆰 ６１％ 、 ７６􀆰 ７１％ 和 ６５􀆰 ５０％ 。 其中， 中部、 西部和

东北地区的增长率在此阶段大于全国水平， 尤其是中部地区。 三个地区竞争性成分和

结构性成分的值均由负变正， 呈现出产业结构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此阶段， 东北地区

的结构性成分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较大， 影响程度居各地区之首， 而竞争性成分的影

响相对较小。 说明了这一阶段结构调整对东北地区制造业增长的贡献， 但效果受到竞

争优势不足的影响， 使得制造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表 ４）。 东部地区在此阶段的竞

争性成分和结构性成分的值都由正变负， 呈现出产业结构劣势和竞争劣势， 使得制造

业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份额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进一步， 将各地区的竞争性成分按照经 “同位变换” 的份额 － 偏离方法进行分

解， 可以得到净竞争效应和配置效应对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影响。 表 ４ 的测算结果显

示： 在两个时间段， 各地区配置效应对竞争性成分的贡献均小于净竞争效应的贡献，
且方向相反。 即净竞争效应几乎贡献了所有的竞争性成分， 这说明各地区制造业份额

的变动主要来源于净竞争效应， 而非配置效应。 具体来看， 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部地区的净竞争效应为正， 但配置效应为负， 说明东部地区没有专业化其处于竞争

优势的行业， 从而削弱了竞争性成分对制造业份额的贡献。 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

区， 净竞争效应为负， 但配置效应为正， 说明这三个地区在其相对劣势的行业中并未

呈现专业化， 从而缓和了竞争性成分对制造业份额的负面影响。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部地区的净竞争效应转变为负， 而配置效应转变为正但较小 （仅为 ０􀆰 ００９）， 说明

东部地区并未专业化其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 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 净竞争效应

为正， 但配置效应为负， 说明这三个地区并未专业化其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 在一定

程度上则弱化了竞争性成分对制造业份额变动的影响。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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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 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我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可

归因于东部地区由竞争优势地位向竞争劣势地位转变， 由产业结构优势地位向产业结

构劣势地位转变； 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由竞争劣势地位向竞争优势地位转变，
由产业结构劣势地位向产业结构优势地位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部地区的净竞争效应由正变负， 配置效应虽为正但却较小， 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

构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和升级， 未能减小竞争劣势对制造业份额带来的负面效应。
同样， 在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 虽然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净竞争效应由负变正，

表 ４　 各地区增长率偏差及其分解

区域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

增长

偏差
ＩＭ ＣＥ ＮＣＥ

配置

效应

增长

偏差
ＩＭ ＣＥ ＮＣＥ

配置

效应

北 京 － ０􀆰 ２９７ ０􀆰 １７５ － ０􀆰 ４７２ － ０􀆰 １５７ － ０􀆰 ３１４ － １􀆰 ６６０ － ０􀆰 １５８ － １􀆰 ５０２ － １􀆰 ５６０ ０􀆰 ０５８

天 津 － ０􀆰 ３３９ ０􀆰 １３８ － ０􀆰 ４７７ － ０􀆰 ２９６ － ０􀆰 １８０ － ０􀆰 ４２９ － ０􀆰 １８９ － ０􀆰 ２４０ － ０􀆰 １７５ － ０􀆰 ０６４

河 北 ０􀆰 ２７５ ０􀆰 ０９４ ０􀆰 １８０ － ０􀆰 １８７ ０􀆰 ３６７ ０􀆰 ２５９ － ０􀆰 ０１８ ０􀆰 ２７６ ０􀆰 ７１９ － ０􀆰 ４４３

山 东 ０􀆰 ７０９ － ０􀆰 ０８３ ０􀆰 ７９２ ０􀆰 ９５９ － ０􀆰 １６７ － ０􀆰 ０２３ ０􀆰 １７６ － ０􀆰 １９９ ０􀆰 ０２５ － ０􀆰 ２２４

上 海 － ０􀆰 ３４８ ０􀆰 ０８６ － ０􀆰 ４３４ － ０􀆰 ４３７ ０􀆰 ００３ － １􀆰 ３０１ － ０􀆰 １２６ － １􀆰 １７５ － １􀆰 ３６９ ０􀆰 １９４

江 苏 ０􀆰 ２１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２１３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１ － ０􀆰 １３５ ０􀆰 １６５ ０􀆰 １４４ ０􀆰 ０２１

浙 江 ０􀆰 ２５６ － ０􀆰 １０５ ０􀆰 ３６１ ０􀆰 ３２６ ０􀆰 ０３５ － ０􀆰 ７９６ － ０􀆰 ０１９ － ０􀆰 ７７８ － ０􀆰 ６９６ － ０􀆰 ０８２

福 建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１ ０􀆰 １６５ － ０􀆰 ０２４ － ０􀆰 １０６ －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１５１ － ０􀆰 １４８

广 东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７３３ － ０􀆰 ２３０ － ０􀆰 ５０３ － ０􀆰 ４７５ － ０􀆰 ０２８

海 南 － ０􀆰 ６１２ － ０􀆰 ２７４ － ０􀆰 ３３８ ０􀆰 １２８ － ０􀆰 ４６６ ０􀆰 ４９１ ０􀆰 ２７２ ０􀆰 ２２０ ８􀆰 ５０３ － ８􀆰 ２８３

东 部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４ ０􀆰 １２０ － ０􀆰 ００６ － ０􀆰 ４５６ － ０􀆰 ０７８ － ０􀆰 ３７８ － ０􀆰 ３８７ ０􀆰 ００９

山 西 ０􀆰 ６５４ ０􀆰 ３０９ ０􀆰 ３４５ － ０􀆰 １２９ ０􀆰 ４７４ － ０􀆰 ６２５ ０􀆰 ０２２ － ０􀆰 ６４７ ０􀆰 ９２５ － １􀆰 ５７３

安 徽 － ０􀆰 １７６ － ０􀆰 ０５２ － ０􀆰 １２４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１１ ２􀆰 ３８０ ０􀆰 ２１３ ２􀆰 １６７ ２􀆰 ５０８ － ０􀆰 ３４１

江 西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７ ０􀆰 １１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８ ３􀆰 ０４７ ０􀆰 ２４８ ２􀆰 ７９９ ３􀆰 ６８６ － ０􀆰 ８８７

河 南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５２ － ０􀆰 １１３ ０􀆰 １６５ １􀆰 ４１２ ０􀆰 ３２５ １􀆰 ０８８ １􀆰 ８６８ － ０􀆰 ７８０

湖 北 － ０􀆰 ８１５ － ０􀆰 ０５８ － ０􀆰 ７５７ － ０􀆰 ８３７ ０􀆰 ０８１ １􀆰 ４３７ ０􀆰 １３４ １􀆰 ３０２ １􀆰 ６３９ － ０􀆰 ３３７

湖 南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４７ ０􀆰 １２１ ０􀆰 １６３ － ０􀆰 ０４３ １􀆰 ９３４ ０􀆰 １８６ １􀆰 ７４８ ２􀆰 ４０６ － ０􀆰 ６５８

中 部 － ０􀆰 １６７ － ０􀆰 ０１９ － ０􀆰 １４８ － ０􀆰 ２６１ ０􀆰 １１２ １􀆰 ５４７ ０􀆰 ２０７ １􀆰 ３４０ １􀆰 ８４３ － ０􀆰 ５０３

内蒙古 ０􀆰 ９９６ ０􀆰 １９５ ０􀆰 ８０１ ２􀆰 ３１５ － １􀆰 ５１４ １􀆰 ４８９ ０􀆰 １１７ １􀆰 ３７２ ３􀆰 ６３２ － ２􀆰 ２５９

广 西 － ０􀆰 ２８７ － ０􀆰 ００８ － ０􀆰 ２８０ － ０􀆰 ２５９ － ０􀆰 ０２０ １􀆰 ６６７ ０􀆰 ３６８ １􀆰 ２９９ ３􀆰 ５３１ － ２􀆰 ２３２

重 庆 － ０􀆰 ２６９ － ０􀆰 ０９４ － ０􀆰 １７５ ０􀆰 ２５１ － ０􀆰 ４２６ ０􀆰 ８７５ ０􀆰 ４１９ ０􀆰 ８３２ ４􀆰 ５２１ － ３􀆰 ６８９

四 川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６０ ０􀆰 ６２３ － ０􀆰 ６８３ １􀆰 ４５４ ０􀆰 ２００ １􀆰 ２５４ １􀆰 ７１７ － ０􀆰 ４６３

贵 州 － ０􀆰 ４９０ － ０􀆰 １０７ － ０􀆰 ３８４ ４􀆰 １５２ － ４􀆰 ５３６ － ０􀆰 ４６７ ０􀆰 １６７ － ０􀆰 ６３４ － ０􀆰 ３８３ － ０􀆰 ２５１

云 南 － ０􀆰 ４７１ － ０􀆰 ３４４ － ０􀆰 １２７ ０􀆰 ７２１ － ０􀆰 ８４８ － ０􀆰 ５１６ ０􀆰 ０２０ － ０􀆰 ５３６ － ０􀆰 ２６９ － ０􀆰 ２６８

陕 西 － ０􀆰 ３３９ － ０􀆰 １０５ － ０􀆰 ２３３ － ０􀆰 １１８ － ０􀆰 １１５ ０􀆰 ９５５ ０􀆰 １４７ ０􀆰 ８０８ ０􀆰 ７３８ ０􀆰 ０７０

甘 肃 － ０􀆰 ３６７ ０􀆰 １３４ － ０􀆰 ５０１ ０􀆰 ４３８ － ０􀆰 ９３８ － ０􀆰 ３５２ ０􀆰 １８０ － ０􀆰 ５３２ － ０􀆰 ０５７ － ０􀆰 ４７５

青 海 － ０􀆰 ２５７ ０􀆰 ３９７ － ０􀆰 ６５４ １􀆰 ５０７ － ２􀆰 １６１ １􀆰 ５６１ ０􀆰 ４８６ １􀆰 ０７５ １２􀆰 ０５４ － １０􀆰 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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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域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

增长

偏差
ＩＭ ＣＥ ＮＣＥ

配置

效应

增长

偏差
ＩＭ ＣＥ ＮＣＥ

配置

效应

宁 夏 － ０􀆰 １００ ０􀆰 １４７ － ０􀆰 ２４７ ５􀆰 ００３ － ５􀆰 ２５０ ０􀆰 ０９０ ０􀆰 ２４０ － ０􀆰 １５１ ３􀆰 ４２０ － ３􀆰 ５７１

新 疆 － ０􀆰 ５７９ － ０􀆰 ０１７ － ０􀆰 ５６２ ３􀆰 ４４９ － ４􀆰 ０１１ ０􀆰 ５８１ － ０􀆰 ０９５ ０􀆰 ６７５ ０􀆰 ７９９ － ０􀆰 １２４

西 部 － ０􀆰 ２０６ － ０􀆰 ０４０ － ０􀆰 １６６ － ０􀆰 ２８１ ０􀆰 １１５ ０􀆰 ８３０ ０􀆰 １９３ ０􀆰 ６３７ １􀆰 ０３１ － ０􀆰 ３９４

辽 宁 － ０􀆰 ２２７ ０􀆰 １４３ － ０􀆰 ３６９ － ０􀆰 ３４５ － ０􀆰 ０２５ ０􀆰 ５９３ ０􀆰 ０８８ ０􀆰 ５０６ ０􀆰 ７０７ － ０􀆰 ２０１

吉 林 － ０􀆰 ７１１ － ０􀆰 １２６ － ０􀆰 ５８５ － ０􀆰 ８７０ ０􀆰 ２８６ １􀆰 ０８８ ０􀆰 ４１３ ０􀆰 ６７４ １􀆰 ９７３ － １􀆰 ２９９

黑龙江 － ０􀆰 ５６８ － ０􀆰 １１０ － ０􀆰 ４５８ － ０􀆰 ６７２ ０􀆰 ２１４ － ０􀆰 ５３７ ０􀆰 １７７ － ０􀆰 ７１３ － ０􀆰 ７２６ ０􀆰 ０１３

东 北 － ０􀆰 ４１２ ０􀆰 ０２８ － ０􀆰 ４４０ － ０􀆰 ５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５０４ ０􀆰 １７４ ０􀆰 ３３０ ０􀆰 ５０８ － ０􀆰 １７８

　 　 注： 制造业总值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 １􀆰 ６４５８％和 ２􀆰 ３８２１％ 。

并带来制造业份额的不断增加， 但三个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配置效应均为负 （分别

为 － ０􀆰 ５０３、 － ０􀆰 ３９４ 和 － ０􀆰 １７８）， 说明三个地区并没有通过及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

资源配置优化将其竞争优势全部发挥出来， 即缺乏对优势产业的专业化。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份额变动方法分析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总体特征， 结

果表明：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间， 我国制造业向东部地区集聚；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制

造业则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转移。 实证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２００３ 年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出台了 ３６ 条政策措施， 提出要把中部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

枢纽。 自此， 制造业区域转移的特征逐渐明显。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东部地区的制

造业中转出份额最大的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次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和原材料密集

型行业。 从发生产业转移的行业数量和转移的相对规模来看， 中部地区都是产业转移

的主要承接地。
在利用份额 －偏离方法进行分析后发现：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间， 我国制造业出现

的两次不同方向的区域转移均是由各地区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引起， 而非由产业结构差

异所引起。 具体来说，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１ 年的产业转移是由于东部地区由竞争优势地位

向劣势地位转变； 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竞争劣势地位向竞争优势地位转变。 产

业结构调整改变了地区制造业增长路径， 但其长期效果受竞争优势的影响明显。 东部

地区亟需加快产业升级并重塑竞争优势。 目前， 东部地区在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

的情况下， 基于技术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中国制造” 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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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要通过调整其专业化产业， 提升配置效应对其制造业增长的贡

献； 同时， 缺乏竞争优势的地区要通过专业化其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产业或减少其发

展速度较慢产业的份额， 以弥补本地区的竞争优势不足。 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应

理性承接产业转移， 提高优势产业的专业化水平。
本文利用制造业份额数据测度我国制造业的区域转移，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

产业转移会导致产业地理分布的变迁， 然而产业地理分布的变迁并不一定是产业转移

的结果。 产业转移在理论上有严格的定义和界定， 但由于国内缺乏企业迁移的数据，
很难严格按照定义来衡量产业转移。 今后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更加精确的

研究。 此外， 份额 －偏离分析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原因是由

于地区产业竞争优势， 而非结构差异所导致。 但正如前文所述， 对于更为深层的原因

及内在机制， 本文并未能给予更多解释。 今后对于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分析可借鉴新经

济地理学、 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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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ａｎｄ Ａ􀆰 Ｊ􀆰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３）， ｐｐ􀆰 ９５９ － ９６７．
Ｐａｌｕｚｉｅ， Ｅ􀆰 （２００１），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０（１），

ｐｐ􀆰 ６７ － ８５．
Ｓｔｅｖｅｎｓ， Ｂ􀆰 Ｈ􀆰 ａｎｄ Ｃ􀆰 Ｌ􀆰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８０），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 ａｓ ａ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４）， ｐｐ􀆰 ４１９ － ４３７．
Ｓｕｎ， Ｑ􀆰 ， Ｗ􀆰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Ｑ􀆰 Ｙｕ （２００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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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１（１）， ｐｐ􀆰 ７９ － １１３．
Ｗｅｎ， Ｍ􀆰 （２００４）， “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７３（１）， ｐｐ􀆰 ３２９ － ３４７．
Ｙｏｕｎｇ， Ａ􀆰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ｓ Ｅｄｇ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５（４）， ｐｐ􀆰 １０９１ － １１３５．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ｙａｎｇ１， ＷＵ Ｇｕｏ⁃ｙｕ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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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ｈ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３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１）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１􀆰 （２）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ｓ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３）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ｓｈｉｆ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ｔｈ，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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